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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绩效及其影响因子探测分析  
李加林 1，2，3，陈慧霖 1，龚虹波 4，李东霖 5，辛欣 1，杨凯杰 1 

(1.宁波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文化学院，宁波 315211；2. 宁波大学东海研究院，宁波 315211；3.宁波陆海国土空间利用与

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宁波 315211；4.宁波大学法学院，宁波 315211；5.宁波市发展规划研究院） 

摘要：以东海为例，利用熵权 TOPSIS模型与地理探测器，探究 2007—2016年东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绩效的时空演变特征及

成因，揭示其成因背后的发生机理及调控措施。结果表明：（1）2007—2011年东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绩效呈平稳增长，2011—

2016年为加速增长。上海市 2007—2016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绩效均呈加速增长型，浙江省和福建省 2007—2011年呈震荡-下

降型，2011—2016年为上升型。（2）2007—2011东海区及两省一市海洋生态环境压力状况具有高位回落与低位上升交替的

特征，海洋生态环境状况 2007—2011年缓慢向好转变；2011—2016年加速向好增长，响应层变化趋势与东海区总体特征对

应。（3）人口密度与就业、科技创新能力、经济发展结构等人文因素与水质状况、近海与海岸生态状况、海水可养殖面积

等自然资源承载要素的交互性解释力极高，是驱动人地关系地域变化的重要因子，对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绩效也极具解释力。

（4）上海市对东海区海洋环境优化具有牵引性作用。浙江省与福建省减轻沿海压力、优化沿岸景观生态的同时需借鉴上海

市经验，加强海域生产与管理的科技创新、强化正向干扰与响应。“两省一市”既要从整体上将政策措施有效联合，也要对

局部海域重点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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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治理绩效是治理主体通过治理过程解决环境问题所产生的最终影响[1-2]，不仅包括环境方面的成绩、效果，还

包括政府、企业等群体的管理活动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所产生的绩效[2]。区域环境治理绩效评价从区域的尺度评价治理主体对

区域生态环境整治和恢复的影响程度，受多因子交互性影响，其治理成效关乎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自我恢复的程度，危及生

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健康性[3]。生态环境治理绩效评价可以揭示不同主体干预下环境结构和功能状况的时空动态变化，益于从

管理学与环境科学的角度探寻生态环境修复目标与环境现状之间的差距[2,5]。因此对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绩效评估尤为重要，

特别是沿海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绩效。中国沿海区域作为经济增长的一极，在城镇化建设快速驱动下，人类活动改变了沿海经

济—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4]；对其生态环境治理绩效进行科学有效地评估和时空演化研究，有助于

推动经济—生态系统向和谐的人地关系演化，促进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建设。 

近年来，国内外生态环境治理绩效评估在企业环境绩效研究的基础上向综合环境治理绩效评估发展[3，5-7]。2006 年章恒

全等[7]首次从区域视角建立指标评价体系对城市水环境治理绩效进行测度，为省域、流域、县域、局部单元等 [5-9]不同维度

下环境治理与保护奠定了基础。研究内容涉及环境投入—产出效率[5-7]、政府环境治理投资效率[5-6]、治理绩效水平评估[7-10]、

影响因素分析[6-9，11]等方面。研究方法主要是基于 CD 生产函数回归[10-11]、SFA[11]为主的参数法和以 DEA 模型[6-9]、Malmquist

模型[6]、Tobit 回归模型[11]、TOPSIS 模型[7]为主的非参数法；由于非参数法不需要估计参数，定量化研究较为客观，故成为

主流研究方法[6-8]。2012 年金荣学等[9]首次运用 DEA 模型评价我国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支出效率并提出了具体建议。就影响因

子分析，1995 年 Gene M.Grossman 利用全球环境监测系统收集的数据，首次分析各种环境指标与人均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

指出经济增长带来环境初期恶化后便是关键性的改进阶段[10]。随后国内相关研究进一步表明环境治理绩效与国内生产总值、

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第三产业占比、人均 GDP 等呈正相关[5，8]，与环保从业人员数、人口密度、授权专利数、水利环境等

呈反相关[9,11]。总体而言，环境治理绩效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但目前区域环境治理绩效的研究多集中于省域、局部单元等

陆域地区[4-8]，针对沿海地域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绩效的评估尚有不足。同时，已有的研究从社会经济、投入-产出等单因子方

面探究环境治理绩效影响因子的成果颇多[8-11]，缺乏不同因子交互影响下的定量研究。因此，本研究拟采用熵权 TOPSIS 模

型，对东海区近 10 年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绩效进行时空演变研究，并结合地理探测器分析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绩效多因子交互

协同下的发生机理，提出相应的调控思路，以期为东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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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东海区介于 117°11′E–122°08′E，23°37′N–31°46′N 之间，行政区主要包括上海市、浙江省和福建省，海域面积 77 万

km2[12]；岸线曲折、漫长；海洋资源丰富，海域生产力水平高，人类活动和海洋开发利用强度大[12-13]；陆源、海域等污染物

使得海洋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压力，海域生态环境保护难度增大，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受损[14-15]。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条

例和海域使用管理条例颁布下，东海区两省一市推进海洋生态环境在线监测能力和海洋站监测能力等方面建设，促进海域生

态环境修复与生态文明发展。但各省市海域环境现状和压力具有地域差异，环境保护措施实施和管理的响应程度各异，海洋

生态环境管理和环境业绩协调程度不均衡，沿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仍面临较大压力。 

1.2 评价体系模型与数据来源 

为客观全面地反映东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绩效水平，结合指标选取的可获取性、适应性、科学性和完整性；参考已有的环境

治理绩效水平评估研究[3-9，16]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和《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结合东海

区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现状；构建了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绩效指标评价体系（如表 1）。 

表 1 海洋环境治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解释 指标类型 X 

海 

洋 

环 

境 

绩 

效 

指 

标 

体 

系 

压力 

(P) 

沿海人口密度（万人/平方公里） 
表征人口经济

压力 

- X1 

沿海货运量比重（%） - X2 

涉海就业人员（万人） - X3 

沿海人均水资源利用量（立方米/人） 

表征资源与生

态环境压力 

+ X4 

人均岸线长度（公里/万人） + X5 

沿海人均海洋捕捞产量（吨/万人） - X6 

工业废水直接入海量（万吨） - X7 

沿海区域工业废弃物倾倒丢弃量（万吨） - X8 

 

状态 

(S) 

海洋生产总值占沿海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表征经济发展 

+ X9 

海洋生产总值一产业比重（%） - X10 

海洋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 + X11 

人均海洋 GDP（万元/人） + X12 

风暴潮直接经济损失（亿元） - X13 

沿海区域地表水与地下水重复利用量（亿立方米） 

表征资源利用

与生态环境 

+ X14 

单位海水养殖面积产量（吨/千公顷） + X15 

海水达到二类水质以上所占的比重（%） + X16 

近海与海岸湿地面积（千公顷） + X17 

 

响应 

(R) 

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比重（%） 
表征教育管理

与科技 

+ X18 

海洋科研机构 R&D 人员（人） + X19 

海洋科技创新能力（件） + X20 

沿海工业废水处理量（万吨） 

表征环境治理

与保护 

+ X21 

沿海一般工业废弃物综合利用量（万吨） + X22 

沿海保护区面积（平方千米） + X23 

海洋与海岸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区个数（个） + X24 

 海洋基础建设中政府投资（千元） + X25 

沿海滨海观测台站（个） + X26 



环境信访办结率（%） 表征环境管理

水平 

+ X27 

海域使用管理（万元） + X28 

1.3 研究方法 

1.3.1 熵权 TOPSIS 模型 

熵权 TOPSIS 模型是对传统 TOPSIS 评价法的改进，将传统的熵权法与 TOPSIS 模型相结合，客观地评价指标的动态变

化和规律，能有效避免因部分或整体数据差异过小导致的分析评价困难，克服主观因素[17]。本文通过熵权 TOPSIS 研究东海

区 2007—2016 年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绩效水平的动态变化。步骤如下[17]： 

（1）若评价对象有 m个，评价指标有 n 个，则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绩效判断矩阵为： 

                            ij *n( ) ( 1,2,3..., ; 1,2,3..., )mX X i m j n= = =
                            （1） 

（2）对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正负向指标无量纲化： 

                      min max min(i, ) ( *(ij) X ( )) / ( ( ) ( ))X j X j X j X j= − −正向指标：
                （2） 

                      max max min(i, ) (X ( ) *(ij)) / ( ( ) ( ))X j j X X j X j= − −负向指标：               （3）
 

其中 X min 为评价指标的最小值；X max 为评价指标的最大值。  

（3）计算信息熵： 

                                                                                      
1- l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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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计算指标权重：  

1

1

(1 )

j

j n

ji

H
W

H
=

−
=

−
        

                           （5）

 

 

        

i 1

[0,1], 1
n

j jW
=

 =式中：W 且
  

（5）计算加权矩阵： 

                                             
*( )ij m nR r=

                                      （6） 

j. ' ( 1,2,3..., ; 1,2,3..., )ij ijr W X i m j n= = =其中：
 

   （6）确定最优解 Sj
＋与最劣解 Sj

-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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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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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确定最优解𝑑𝑖

＋
与最劣解𝑑𝑖

−的欧氏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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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计算环境治理绩效综合值 Ci  

i
i

i i

d
C

d d

−

+ −
=

+
                                        （9）

 

环境治理绩效的综合值 Ci∈[0-1]，值越大表明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绩效水平越高，反之亦然。 

1.3.2 地理探测器分析法 

地理探测器主要分析各因素层方差与总方差之间的关系，通过空间异质性揭示研究对象背后的驱动力，其核心思想是：

假设自变量对因变量具有影响，则两者空间分布具有相似性，反之则具有分异性[18-20]。地理探测器可分为因子探测、交互作

用探测、生态探测和风险区探测[20]，本文主要利用因子探测器和交互探测器揭示东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绩效水平背后的驱

动力。 

（1）因子探测：探测自变量对因变量解释程度的空间分异，用 q 值进行度量，其表达式为[22]： 

                                               2

h2
1

1
1

l

h

h

q N
N


 =

= −                                （10） 

式中 为研究区样本数， 为东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绩效指标的方差， 和 为层 h的样本数和方差；其中 0≤q≤1，

q越大表明指标对东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绩效水平的解释力越大。 

（2）交互作用探测：评估任意两个不同指标交互作用时是否会增强或减弱对东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绩效水平的解释力

[19-20]。具体方法是将因子 Xi 与因子 Xj 的交互情况与单因子下因子 Xi、因子 Xj 的解释力进行比较，当 q(Xi∩Xj)＜min(q(Xi)，

q(Xj))时，为非线性减弱；当 min(q(Xi)，q(Xj))＜q(Xi∩Xj)＜max(q(Xi)，q(Xj))时，为单因子非线性减弱；当 q(Xi∩Xj)＞max(q(Xi)，

q(Xj))为双因子增强；当 q(Xi∩Xj)=q(Xi)+q(Xj)为相互独立；当 q(Xi∩Xj)＞q(Xi)+q(Xj)为非线性增强[20-22]。 

2 结果分析 

2.1 东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绩效分析 

2.1.1 环境治理绩效总体分析 

根据东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绩效指标评价体系，建立东海区 2007—2016 年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绩效的判断矩阵，结合熵

权 TOPSIS 计算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绩效的总体贴近度及各分层下的贴合度，并绘制动态变化趋势图（图 1）。 

图 1-A 表明东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绩效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增长率达 36%，2007—2011 年为平稳增长型，2011—2016

年为加速增长型。2007—2011 年东海区将海洋经济发展放在突出位置，对海洋生态环境的治理处于初步探索的阶段，海域

污染整治、海洋资源环境建设投入不足，加之长三角等区域特大污染事故和大型风暴潮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较为严重，环境

治理绩效不显著。2011—2016 年随着海洋保护意识的逐渐增强，近岸海域污染防治逐渐进入攻坚阶段，开始以陆海统筹、分

区分类为基本原则，改善近岸海域水质、保护海洋生态健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绩效明显增长。 

从区域分析，上海市 2007—2016 年均属于加速增长型，增长率高达 45%，受 2016 年长江口大量入海排污量影响，无机

氮和活性磷酸盐严重超标，致使 2016 年环境治理绩效总体下降，但其成效仍然显著。浙江省和福建省 2007—2011 年为震荡

型，总体呈下降趋势，波动显著；2011—2016 年为上升型，其中 2011—2013 年加速上升型，2013—2016 年为稳定上升型，

这与两省面临的社会经济压力、海洋污染状况及相关整治力度密切相关。 

2.1.2 不同准则层下海洋生态环境的动态演化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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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东海区海洋生态环境压力状况图（图 1-B）可知，上海市人口经济、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压力总体偏大，这与上海市经

济、科技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近年来，各省市根据自身现状，结合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二五”、“十三五”规划，制定合

理战略，推动东海社会经济向高质量发展，一定程度平衡了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压力。因此东海区人口经济、资源与环境

的压力略有下降，但仍具有高位回落与低位上升的交替现象，浙江省、福建省在时间序列上也具有这样的特征。 

由东海区海洋生态环境状态状况（图 1-C）可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资源环境的压力，环境状况

持续向好。东海区及两省一市的海洋生态环境现状以 2011 年为分界点，2007—2011 年为缓慢增长型，其中福建省与浙江省

具有小幅高位回落的现象；2011—2016 年为加速增长型，但增速仍具差异性，海域受重大渔业水域污染事故、台风风暴潮的

影响等，使得东海区海洋生态环境现状总体呈震荡现象。 

由东海区海洋生态环境响应状况（图 1-D）可知，响应层的变化趋势与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绩效的总体特征具有对应性。

表明在缓解海洋生态环境污染压力、维护海洋生态系统良好运行的基础上，社会各界群体从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方面所做出

的努力程度对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与修复具有关键性作用。 

由此可见，东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绩效受压力—状态—响应的共同作用。压力层与状态层在一定程度具有反向关系，

特征不显著，但对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成效仍具影响；响应层与总体绩效水平特征对应，相关性显著。 

 

图 1 2007—2016 年东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绩效变化情况 

Fig.1 changes in performance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the east China sea from 2007 to 2016 

2.2 环境治理绩效影响因子探测分析 

2.2.1 东海区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绩效影响因子探测 

因子探测结果下，压力层（图 2-A）各指标均值达最大，为 0.677。该层中影响较大的因子是涉海就业人员（X3）、人均

岸线长度（X5）、沿海货运量比重（X2）、沿海人口密度（X1），为人口经济压力，对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程度达

80%。生态资源压力的影响程度较小，解释力偏低，但仍高于状态层、响应层下的最低值。表明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成效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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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所面临经济与生态环境压力密切相关，在社会经济发展压力与环境保护之间寻求平衡点对维持海洋生态系统长期稳定

地发展至关重要。 

状态层（图 2-B）各指标极化现象显著。其中，近海与海岸湿地面积（X17）、人均海洋 GDP（X12）、海洋产业结构高

度化水平（X11）等因子解释力达 80%以上，这些因子通过作用于海洋经济生态系统对海洋生态恢复与环境治理产生重要影

响。风暴潮直接经济损失（X13）、海水达到二类水质以上所占的比重（X16）在单因子探测下的解释力在 30%以下，与该层

解释力高的因子之间的差距加大。 

响应层（图 2-C）中解释力较大的因子为海洋科研机构 R&D 人员（X19）、沿海工业废水处理量（X21）、海洋科技创新

能力（X20）、海洋基础建设中政府投资（X25）；表明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中政府机构管理者、科学研究者等群体在资金、技

术、教育、制度建设等方面投入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解释力较低的因子主要是海洋与海岸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区个数（X24）、

环境信访办结率（X27）。 

东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绩效解释力较大的因子主要分布于状态层、压力层，解释力较小的因子主要分布于压力层，响

应层各因子的影响程度都普遍偏大。表明在社会经济压力较大、生态环境状态不佳的双重压力下，想在短期内修复海洋生态

环境的难度较大。在产业经济结构优化的情况下，即使面临一定的人口经济与生态压力，但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成效仍较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各分层解释力较低的因子，在单因子分析下往往被忽略，但这些因子仍具潜在因子的可能性；仅说明只考虑单

一的某一要素时，对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成效的影响不显著。 

图 2 单因子探测结果分析 

Fig.2 Analysis of Single Factor Detection Results 

2.2.2 东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绩效影响因子交互探测 

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受经济优化程度、资源利用状况等多方面影响，具有区域性、多样性、复杂性，因此不能忽视多个因

子间的交互作用，尤其是解释力较低的单因子。本研究利用交互性地理探测器，探讨压力层、状态层、响应层内及各层间的

交互关系（表 2—表 7）。表中对角线值表示单因子下的影响程度，*表示两个因子之间呈非线性增强，其余均为双因子增强。

由此可见，影响东海花样环境治理绩效的因子均为增强关系，不存在独立性及减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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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压力层各因子交互关系 

Table 2 Interaction of factors in pressure layer 

X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1 0.791         

X2 0.906  0.807        

X3 0.947  0.963  0.820       

X4 0.932  0.928  0.937  0.544      

X5 0.900  0.926  0.922  0.961  0.819     

X6 0.855  0.954  0.918  0.856  0.878  0.597    

X7 0.950  0.964  0.966  0.941  0.944  0.935  0.576   

X8 0.966  0.981  0.940  0.900  0.947  0.906  0.862  0.459  

压力层因子交互下（表 2）沿海货运量比重（X2）与沿海区域工业废弃物倾倒丢弃量（X8）的交互解释力高达 0.981，沿

海人口密度（X1）与沿海区域工业废弃物倾倒丢弃量（X8）交互解释力为 0.966，涉海就业人员（X3）与工业废水直接入海

量（X7）交互解释力为 0.965。状态层因子交互下（表 3）海洋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X11）与海水达到二类水质以上所占的

比重（X16）的交互解释力为 0.975，海水达到二类水质以上所占的比重（X16）与近海与海岸湿地面积（X17）的交互解释力

为 0.984，人均海洋 GDP（X12）与海水达到二类水质以上所占的比重（X16）的解释力为 0.979。响应层因子交互下（表 4）

海洋基础建设中政府投资（X25）与沿海滨海观测台站（X26）的解释力为 0.988，海洋科研机构 R&D 人员（X19）与海洋基础

建设中政府投资（X25）的交互解释力为 0.983。这表明沿海产业经济结构化发展、人口状况、工业产业排污状况、沿海海洋

生态环境状况、政府和科研机构等群体对海洋生态环境的投资力度之间具有极强的关联性与交互性。沿海产业经济向高结构

化方向进行转化，一方面将吸引更多的从业人员，促进产业经济等方面的发展与货物运输；另一方面也会使得污染物、废弃

物等方面的入海排放量增加，若政府、研究人员等加大对海洋生态环境的研究投入与修复，则海洋生态环境的治理成效也会

相对显著。 

表 3 状态层各因子交互关系 

Table 3 Interaction of factors in the state layer 

X X9 X10 X11 X12 X13 X14 X15 X16 X17 

X9 0.577          

X10 0.889  0.535         

X11 0.971  0.942  0.818        

X12 0.957  0.957  0.956  0.851       

X13 0.859  0.749  0.973  0.961  0.281      

X14 0.899  0.814  0.957  0.916  0.914  0.664     

X15 0.957  0.744  0.963  0.934  0.820  0.803  0.702    

X16 0.8998* 0.8062* 0.997  0.979  0.8289* 0.851  0.809  0.225   

X17 0.976  0.937  0.975  0.967  0.972  0.946  0.923  0.984  0.918  

表 4 响应层各因子交互关系 

Table 4 Interaction of factors in the response layer 

X X18 X19 X20 X21 X22 X23 X24 X25 X26 X27 X28 

X18 0.668            

X19 0.972  0.808           

X20 0.973  0.955  0.735          

X21 0.966  0.962  0.930  0.754         

X22 0.882  0.963  0.971  0.895  0.574        

X23 0.903  0.925  0.939  0.955  0.756  0.603       

X24 0.880  0.906  0.864  0.898  0.950  0.925  0.409      

X25 0.956  0.983  0.970  0.892  0.829  0.851  0.963  0.730     

X26 0.941  0.941  0.909  0.975  0.977  0.980  0.833  0.988  0.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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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7 0.861  0.936  0.945  0.863  0.786  0.827  0.878  0.868  0.890  0.495   

X28 0.936  0.928  0.915  0.865  0.783  0.727  0.853  0.919  0.952  0.834  0.523  

多因子作用下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更为显著。在压力层与状态层、状态层与响应层、压力层与响应层的交互下，本文

筛选出解释力高于 96%的交互因子（表 5），由表可知这些因子的交互作用明显高于单层下指标的交互作用。响应层与压力

层、状态层的交互程较高，在各层中的均值也偏大，分别为 0.914、0.912，这揭示了政府等社会各界群体对东海海洋生态环

境治理、保护和管理的必要性与潜在性。其中，海水达到二类水质以上所占的比重（X16）与海洋科技创新能力（X20）、沿

海区域地表水与地下水重复利用量（X14）与海洋基础建设中政府投资（X25）、沿海货运量比重（X2）与海洋科技创新能力

（X20）、人均岸线长度（X5）与沿海滨海观测台站（X26）、涉海就业人员（X3）与海水达到二类水质以上所占的比重（X16）

的交互性解释力高达 99%，分别为 0.998、0.994、0.992、0.991、0.990。这些因子大部分与单因子、层内交互性解释力较高

的因子相对应，说明这些因子对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绩效影响显著。小部分因子如海水达到二类水质以上所占的比重（X16）

等为层内低值，但与其他因子交互的解释力均较高，故因子交互性作用更能挖掘影响环境治理绩效的潜在因子。 

表 5 海洋环境治理绩效各分层因子交互作用探测结果 

Table 5 Detection results of interaction among various stratified factors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erformance 

Xi∩Xj 交互值 Xi∩Xj 交互值 Xi∩Xj 交互值 

X1∩X11 0.972  X6∩X26 0.975  X11∩X22 0.967  

X1∩X26 0.987  X7∩X9 0.975  X11∩X26 0.964  

X2∩X11 0.978  X7∩X11 0.975  X12∩X18 0.973  

X2∩X13 0.965  X7∩X12 0.961  X12∩X26 0.987  

X2∩X14 0.965  X7∩X13 0.963* X12∩X27 0.978  

X2∩X20 0.992  X7∩X17 0.981  X13∩X26 0.971* 

X2∩X26 0.984  X7∩X19 0.971  X14∩X19 0.975  

X3∩X9 0.980  X7∩X22 0.968  X14∩X25 0.994  

X3∩X16 0.990  X7∩X25 0.968  X14∩X26 0.965  

X3∩X21 0.980  X7∩X26 0.960  X15∩X25 0.966  

X3∩X26 0.987  X8∩X12 0.966  X15∩X26 0.964  

X3∩X27 0.966  X8∩X17 0.979  X15∩X27 0.973  

X4∩X20 0.975  X8∩X21 0.980  X16∩X20 0.998* 

X4∩X26 0.982  X8∩X27 0.982  X17∩X20 0.987  

X5∩X11 0.964  X9∩X19 0.978  X17∩X21 0.970  

X5∩X17 0.963  X9∩X20 0.977  X17∩X22 0.966  

X5∩X22 0.972  X9∩X25 0.977  X17∩X24 0.971  

X5∩X25 0.977  X9∩X26 0.965  X17∩X25 0.976  

X5∩X26 0.991  X10∩X26 0.969  X17∩X26 0.975  

X5∩X27 0.965  X11∩X21 0.978  X17∩X27 0.975  

3 讨论 

3.1 东海区海洋环境治理绩效中地理探测器发生机理 

从人地关系的角度分析，驱动人地关系地域变化的主要因子对东海海洋生态环境管理绩效也起着关键作用。人地关系系

统中，“人”、“地”内部或彼此之间存在多种反馈，在一定条件下通过非线性作用，产生协同或相干现象[21]。人类社会发

展中，产业经济发展、科技水平、人口状况等因子正向或反向作用于海洋生态环境系统，对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绩效也极具解

释力。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自然资源进行着可控性与非可控性开发，实现其产出价值，与“地”之间形成双向互动关系[21-

22]。东海海洋生态环境系统的状况始于这种人地关系系统结构的变化，关键要素和系统结构决定了海洋生态环境的治理与恢

复程度。当系统压力超过平衡状态，海洋生态环境的耗散结构受损，最终影响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绩效。近海与海岸湿地面积、

人均岸线长度、海水达到二类水质以上所占的比重等自然资源状况下降将造成海域承载力降低；若超出海域可控能力则对生

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环境治理难度也大大增加。因此，“人”、“地”之间的关系及要素变化对东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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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水平及其空间分异具有重要影响。综合来看，人口密度与就业情况、工业排污状况、科技创新能力、经济发展结构等人文

因素与水质状况、近海与海岸生态状况、岸线长度、海水可养殖面积等自然资源要素的交互是东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绩效的

重要驱动力。地理探测器中因子与交互性因子探测能较好地进行佐证和分析，故采用理探测器进行定量分析更具合理性。 

多因子交互下，压力层与响应层无论是层内还是层间交互性较高的均为单因子下解释力较大的因子，而状态层层内或层

间交互性较高却与状态层解释力较低的因子相联系。原因在于政府机构管理者、科学研究者等在资金、技术、教育、制度建

设等方面投入状况直接影响海洋生态系统经济和资源压力的平衡关系，进而影响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但海洋生态环境系统属

于非线性的耗散结构[23]，当非可控自然灾害和经济、人口等方面压力超过一定限度，系统平衡性则会受损，人为干预难以在

短期内恢复海洋生态环境原有的生态价值。故交互性较高的因子多与状态层解释力较低的因子相联系。 

3.2 东海区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调控思路 

从区域发展整体性分析，东海区“两省一市”对海洋环境治理绩效均具有显著性影响，关键年份省市起伏变化在一定程

度上引起整体环境治理绩效波动。但是从“两省一市”看，上海市综合环境治理绩效水平、压力-状态-响应（P-S-R）不同分

层下都明显高于浙江省与福建省；上海市环境治理绩效综合水平与各分层变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与东海区整体变化具有趋

同性。由此可见，东海区海洋环境治理绩效中上海市具有牵引性作用。海洋环境治理绩效进一步优化过程中，浙江省与福建

省在减轻人类过度活动所造成的区域压力、优化沿海与沿岸各类景观生态的同时，需借鉴上海市海洋环境治理相关经验，加

强沿岸海域生产与管理的科技创新力、适当强化正向干扰和响应力度。一方面，东海区各省市在政策强化、响应措施上应从

区域整体出发，将各省市进行有效联合，结合“3S”技术，建立海域生态环境数据库并进行实时研究与动态监测；加强多学

科如生态学、环境科学、地理学、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提升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与管控的强度，加强海水水质、近海与沿岸

生态环境、政府投资建设、产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建设，强化因子的双向推动作用，构建以政府和企业为主体的东海区海域

生态环境终身追究责任制度、环境损坏赔偿责任制度、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制度，从而提升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绩效水平。另一

方面，东海区“两省一市”应有重点对区域海洋环境进行优化，在人口、经济、资源压力对海域环境状态产生较多负反馈的

区域，建立沿海及沿岸生态激励与补偿机制，对海域环境造成的正面或负面影响进行激励或收费补偿；在沿海沿岸排污量较

大区域应减少政府、企业、群众等群体对海域环境所造成的不经济行为。 

3.3 研究展望 

目前，关于环境治理绩效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显著成效，但较少涉及海岸带、海洋领域环境治理绩效的相关研究。本文以

东海区为例，对海洋环境治理绩效及其影响因素展开研究，找出影响海洋环境治理绩效的重要因子、交互性较强的因子，有

助于从整体把握东海区海洋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主要矛盾，为精准化、多样化、差异化治理与优化东海区海洋生态环

境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海洋环境治理绩效主体涉及政府、企业、教育科研工作者、普通大众等，但由于数据搜集获取及定量

化度量具有一定难度，因此响应层下对公众参与情况进行了适当剔除。未来研究，可从东海区乡镇、县域、地级市等不同尺

度出发，探究不同尺度下海洋环境治理绩效的空间分异特征，讨论在“两省一市”技术、政策等方面支撑下不同尺度环境治

理绩效影响因子及其交互性是否与本研究具有趋同性或者相似性，从而为区域海洋环境治理提供相关优化思路。 

4 结论 
本文结合熵权 TOPSIS 测度东海区 2007—2016 年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绩效时空演变的基础上，采用地理探测器揭示东海

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绩效水平的影响因子及空间分异机制，得出了如下结论： 

（1）东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绩效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2007—2011 年为平稳增长型，2011—2016 年为加速增长型。上

海市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绩效 2007—2016 年均属于加速增长型，2016 年总体略有下降，但其成效仍然显著。浙江省和福建省

2007—2011 年为震荡型，总体呈下降趋势，波动显著；2011—2016 年为上升型，其中 2011—2013 年加速上升型，2013—

2016 年为稳定上升型。不同时期的变化特征与两省面临的社会经济压力、海洋污染状况及相关整治力度密切相关。 

（2）东海区、浙江省、福建省海洋生态环境压力状况高位回落与低位上升的趋势交替进行。东海区及两省一市的海洋

生态环境现状以 2011 年为分界点，2011 年前为缓慢增长期，福建省与浙江省具有小幅高位回落的现象；2011—2016 年为加

速增长期，但增速仍具差异性。海洋生态环境响应状况的变化趋势与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绩效总体特征具有对应性。 

（3）人口密度与就业情况、工业排污状况、科技创新能力、经济发展结构等人文因素与水质状况、近海与海岸生态状

况、岸线长度、海水可养殖面积等自然资源要素交互的解释力极高。这些因子大多与单因子、层内交互性解释力较高的因子



相对应，对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绩效具有显著性影响。部分因子如海水达到二类水质以上所占比重等为层内低值，但与其他因

子交互的解释力均较高，表明多因子交互作用能有效挖掘影响环境治理绩效解释力较低的潜在单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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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ion and analysis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erformanc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East China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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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takes the East China Sea as the case study sampling area based on the PSR model, the TOPSIS method 

and geographic detector. We have chosen 28 factors to build up P-S-R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to measure the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erformance during 2007-2016 and reveal the occurrence mechanism behind the cause and put forward to 

regulatory measures regulation measur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1)From 2007 to 2011，the performance of Marin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the sea area showed steady growth, and accelerated growth from 2011 to 2016.The performance of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showed an accelerated growth type from 2007 to 2016 in Shanghai ,Zhejiang and Fujian showed 

an oscillation-decline pattern from 2007 to 2011, and an upward pattern from 2011 to 2016.(2)From 2007 to 2011, the pressure of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sea area and the two provinces and one city alternately show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decline 

and low rise，the state layer and the corresponding layer fluctuate and rise.In a word, there were an inver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essure layer and the state layer, but the response layer corresponded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level,and the 

three factors acted on the performance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ogether.(3)Population density and employment, hi-tech 

innovation capacity, the structure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humanity elements and water quality condition, offshore and coastal 

ecological status, seawater breeding area of natural elements of interactivity explanatory power are too high,which factors are an 

important driver of the sea area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erformance.(4)Shanghai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the 

Marine environment optimization of in the sea area.In order to reduce the coastal pressure and optimize the coastal landscape 

ecology,Zhejiang and Fujian should learn the experience from Shanghai,strengthe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Marine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and strengthen the positive disturbance and response.Shanghai, zhejiang and fujian should not only effectively 

combine policies and measures on the whole, but also focus on optimizing local sea areas 

Keywords: environmentalology;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erformance; P-S-R; Entropy Weight TOPSIS; Geographic Detector; 

East China Sea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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